就业性别歧视：被“高估”还是被“盲视”
　　我国法律至今没有“对妇女歧视”和“就业歧视”的定义，影响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我国的适用性和我国社会反歧视的进程。消除对妇女歧视，应包括消除对妇女的“直接歧视”“间接歧视”和“交叉性歧视”。探究性别歧视的复杂性、持久性和顽固性，应将关注点深入到消除法律中的“结构性/系统性/制度性歧视”方面。
　　我国政府于1980年签署了联合国9个核心人权公约之一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意味着我国政府对在中国社会消除一切形式的对妇女的歧视包括就业歧视，负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以此为依据考察我国尚存的就业性别歧视是“题中应有之义”。
　　《公约》第一条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对妇女歧视的定义，“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2010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根据《公约》30年的执行情况，在其“第28号一般性建议”中与时俱进地扩展了对妇女歧视的界定：将“对妇女的歧视”扩展到“以性别为由的社会性别歧视”；消除对妇女歧视，应包括消除对妇女的“直接歧视”“间接歧视”和“交叉性歧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权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2004年，我国宪法庄严载入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把实现充分的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列入党代会报告、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人权事业的进步。尽管如此，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在我国的历史相对较短，作为人权重要特征的“平等原则”和“非歧视原则”，在我国社会中的认识还相对欠缺。我国法律至今没有“对妇女歧视”和“就业歧视”的定义，影响了《公约》在我国的适用性和我国社会反歧视的进程。因此，有必要从《公约》的基本概念入手，分析就业性别歧视问题。
　　对就业的“直接歧视”看法不一
　　所谓“直接歧视”，是指“明显以性或性别差异为由而实施的区别对待”。是指基于歧视的“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或忽视，也称“形式上的歧视”或“有目的的歧视”。其结果是在相同条件下，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所受到的待遇明显低于他人或其他群体所受到的待遇。直接歧视一般是公开的、明目张胆的，因而也是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
　　在我国，人们对“直接歧视”的看法莫衷一是。根据《公约》第一条对妇女歧视的定义和《公约》的“第27号一般性建议”（2010年），我国1993年制定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七十八条“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五周岁”应当退休的规定，是基于性别的区别对待，其结果影响了女公务员的就业权、参政权、社会保障权、发展权和选择权，属于“直接歧视”的范畴。但在我国社会，部分政策制定者、知识分子、甚至女公职人员本身，却认为这是对女性的照顾和保护，甚至是对男性的歧视。类似还有对“怀孕歧视”“职业隔离”“同工同酬（《公约》要求的是等值同酬）”“工作场所性骚扰”等问题的看法，也存在种种分歧。在这种比较随意的不知何为歧视的背景下，怎么可能出现对就业歧视的“高估”呢？ 
　　对就业的“间接歧视”概念不清
　　所谓“间接歧视”，是指一项法律、政策、方案或做法看似对男性和女性无任何倾向，但在实际中有歧视妇女的效果。因为明显中性的措施没有考虑原本存在的不平等状况。此外，因为不承认歧视的结构和历史模式以及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可能使现有的不平等状况因间接歧视更为恶化。“间接歧视”也称“实质性歧视”，强调歧视的结果和实质性。
　　在我国，大多数人对“间接歧视”的概念还不够了解。间接歧视常常表现为一个没有歧视目的的中立政策，可能导致歧视性结果的做法。我国制定和实行的政策，大部分是没有歧视目的的对政策对象统一标准的政策，因此，还不能敏感地体会到其在一定的社会规范下可能导致的不平等结果。譬如，对于我们曾经调查过的这个世界性的间接歧视的案例：“为保障资金安全，在发放银行贷款时，申请贷款的人应一律出具资产证明、房产证明，并有贷款担保人”，有百分之九十的中国公众认为不是歧视。如果按照这样的规定，没有财产的穷人和没有财产的妇女，就难以平等获得贷款这种重要的生存和发展资源。这也就是我国政府和社会团体为什么大力推动专门针对下岗职工和妇女小额贷款的重要原因。因为我们没有这种文化传统，所以对普遍存在于中立政策中导致歧视性后果的问题难以体察，在这种认识背景下，是“盲视”还是“高估”岂不了然？
　　对就业的“交叉性歧视”关注不够
　　所谓“交叉性歧视”（交叉性性别歧视），是指“以性和性别为由对妇女的歧视与影响妇女的一些其他因素息息相关，如种族、族裔、宗教或信仰、健康状况、年龄、阶级、种姓、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等。以性和性别为由的歧视对这类群体妇女的影响程度或方式不同于对男子的影响。缔约国必须从法律上承认这些交叉形式的歧视以及对相关妇女的综合负面影响，并禁止这类歧视。”“交叉性歧视”也被称为“多重性性别歧视”。
　　在我国，人们对“交叉性歧视”关注不够。我们在“中国残障妇女发展状况”的调查中发现，尽管我国政府采取了多项促进残疾人就业的特殊政策，但中国残障人的就业率比中国非残障男性、甚至非残障女性都要低；在残障就业者中，残障女性的就业率又比残障男性低得多；在残障女性就业者中，农村残障妇女的就业情况更为不利。也就是说，妇女有可能因残障、农村、老年、少数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等多重身份，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更为边缘的地位。我们不能把导致就业率降低的多种复杂因素简单等同于就业歧视，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女性因其多重身份所受到的多种/交叉歧视更深，而在我们的研究中，这种复杂性常常被淹没在妇女主要从属的那个社会群体中。如果我们把联合国“残疾歧视”定义中特有的“拒绝”为残疾人“提供合理便利”也认定为残疾歧视的话，那么，在就业领域中被我们忽视的歧视问题就更多了。
为了探究性别歧视的复杂性、持久性和顽固性，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将反歧视的关注点深入到消除法律中的“结构性/系统性/制度性歧视”方面，并认为反歧视最重要的是要消除制度和社会规范上的歧视，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也是建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的。同时，人们还认为，对女性的过度保护也会造成对妇女的歧视，把妇女当成弱者，用限制和排斥的方法把她们保护起来，等同于给妇女参与发展制造障碍。对妇女的保护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为女性和男性平等发展创造各种有利的条件。我们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就是深入而实事求是地探究各种歧视现象存在的状况、原因和解决途径，为尊重和保障妇女以及全体人民的权利出谋划策，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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